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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腔体思维是中国戏曲创作的历史经验之一，

随着时代变迁及多元审美观的影响，板腔体思维的

固有形式与当代音乐创作之间的矛盾逐步彰显，中

国民族歌剧创作继承戏曲传统中的思维遗产本身并

无不妥，但也存在继承什么、怎样继承的问题。

一、音乐语言出新的尺度把握问题

戏曲音乐具有鲜明的符号特征，无论在大戏还

是地方剧种中，一经形成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及相

当的稳定性与辨识度，如成熟的行当、板式、唱腔，甚

至伴奏，等等。这些类型化的戏曲艺术符号，作为特

有的音乐语言，推动着剧种的形成与发展，并塑造着

百姓艺术审美的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

受众审美取向的变迁，戏曲自身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也表现出来。因此必须解决戏曲的历史性、审美性

及现代性问题，这既关乎着戏曲的未来发展，也是戏

曲自身“脱旧”的内在需求。有人指出：

原有的戏曲形式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虽然在表

现我们民族的历史生活上，它有独创的深刻的表现

力。但要表现当代的人民生活时，就有它的局限

性。这是新的生活内容和旧有的表现形式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解决应该也必然是内容的发展推动形式

的发展和新形式的产生，而绝不应该使生活内容去

符合原有的形式。①

事实上，在中国民族歌剧探索之初，最重要的问

题也体现在如何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白毛

女》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

形式问题虽然重要，但第一要义的东西仍然是

生活，占有了生活，然后才可能占有表现的技术。深

深地熟悉了生活以后，才会知道如何选择、集中、提

高、升华那些生活的材料，并如何运用这种形式表现

它们。②

一切技术都应为内容服务。歌剧是基于音乐语

言展开的戏剧，从本质上说，民族歌剧的改革都应建

立在对歌剧音乐语言的守正与出新上。从民族歌剧

创作中对板腔体思维的运用来看，首先是要不要戏

曲化，保持戏曲音乐特点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民

族歌剧创作的践行者虽有不同的争论，但在实际运

用上，艺术家总体思路是借用戏曲表现手段，而不是

照搬戏曲模式。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

《野火春风斗古城》《沂蒙山》《呦呦鹿鸣》《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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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等，即是不同程度地借用了戏曲表现手

段。而像《窦娥冤》《红珊瑚》等作品，虽称为歌剧，但

由于它们对戏曲音乐语言借用较多(旧的戏曲语言

较多，新的歌剧语言较少)，从而带有浓厚的戏曲色

彩。这就回到戏曲与歌剧界常常争论的戏曲化运用

的尺度问题：旧的戏曲语言与手段能否及如何表现

现实生活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歌剧创作中音乐

语言的戏曲化与歌剧化问题。

中国民族歌剧对板腔体思维的借用，突出了共

性，简化了音乐记忆，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戏

曲音乐语言的局限，就是相似性及雷同感，因而也就

难以适应当代丰富多变的现实生活。故此，当代歌

剧作曲家在继承板腔体思维进行民族歌剧创作时，

一个难以绕开的命题便是如何解决音乐语言的出新

尺度问题。

人们对新作品总是有一种期待，即能否感受

“旧”，又能否接受“新”。这里的“旧”即是传统，而

“新”体现为创造性。

板腔体是从戏曲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音

乐体质，当运用于现当代的民族歌剧创作时，应做到

“旧中有新、新中见根”，从而体现出淡化共性、突出

个性的歌剧创作基本原则。也只有突出个性(追求

角色性格化)，才会是“这一个”，而不是“这一类”。

理想的状态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这取决于歌

剧艺术家的创造性转化能力。

马可曾经说：“戏曲的局限性，首先就是各种艺

术所擅长的东西它无法无限制地包括进来。”这是否

可以说，脱胎于戏曲的板腔体思维也不能将其他艺

术所擅长表达的都囊括进来呢?比如，歌剧中的重唱

与合唱就不是板腔体思维所擅长表达的，因此，早期

的民族歌剧中几乎不用，尤其是多声重唱，也很少用

合唱。实际创作中应如何取舍?从形式上还是从内

容上选择?抑或从内容与形式上做综合取舍?如此等

等，恐怕都逃不出“新”与“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如

何获得形式与内容在作品中所显现出的某种独特的

协调。

当代民族歌剧的践行者充分认识到新的内容与

传统形式之间的矛盾，也在对板腔体思维进行审慎

的革新，从深入思考现实、密切关注生活、充分挖掘

人物性格入手，在传统音乐语言样式中开掘出新解

和新意。淡化共性、突出个性，努力创造出与时代及

其审美相适应的歌剧新语汇，成为当代民族歌剧创

作者的共同追求。

板腔体思维形成于传统社会，是农耕文化的产

物，而今，面对新的“环境事实”，这一思维是否能够

不加改变地照单全收?实乃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来开

展科学研究，认为：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

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

成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③

科学研究如此，音乐创作也不例外。因此，新时

代中国民族歌剧创作，也应遵循从事实出发这一宗

旨，只要能够对戏剧人物形象塑造有益的，任何手段

都可以被采用。

二、“核腔”个性化不足及其雷同问题

“核腔”作为戏曲唱腔的“核心”，那就免不了要

被反复强化、多次使用以奠定其核心地位。如此一

来，其“类型化”属性便凸显出来，并常常与“局限性”

等同视之。因为这些相近、相似的曲调会模糊观众

对音乐形象的感觉，从而形成“这一类”，而不是“这

一个”的音乐记忆。《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

姐》中都有被反复运用的核腔。尤其是《洪湖赤卫

队》中，有一句核腔在全剧的器乐与声乐段落中出现

数次，而且几乎是不加任何变化的重复。可能的原

因是作曲家故意为之，以求得音乐主题的统一。但

给听众带来的便是雷同感，这是同一剧目中存在的

情况。在不同的剧中，类似现象也很常见。追根溯

源，便是戏曲音乐创作思维使然，这就涉及美学中常

谈及的声音形象问题。通常情况下，小结构的音乐

作品，比如原始的民歌曲调，其声音形象构成较为单

一。但在歌剧这种综合性极强且庞大的艺术品种

中，其声音形象构成一定是多元、丰富的。如若在歌

剧中通篇使用极其相似或完全相同的音调，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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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作思维进行细究了。

马克思曾说过：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

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的

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理解这

种现象的钥匙。④

据此一种理解为，“核腔”在剧中贯穿使用，曲调

上虽然有相似之感，但是如果将“核腔”的每一次使

用放到戏剧情境中来考察，答案也许会很清楚。另

一种理解，“核腔”是戏曲中的产物，而传统戏曲创

作中受限于有限的音乐资源，因此，在塑造音乐形

象时一般会较多使用“核腔”，会导致角色音乐性格

的雷同化。这给人物性格塑造带来一些问题。有

人指出：

性格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人物的思想情绪

的表现形态，必须是形象的刻划(画)，而不是公式

化的。⑤

“核腔”的使用，一方面是将其作为主题进行贯

穿的，具有结构力功能；另一方面，又是为了体现作

品地域或剧种风格，因此才会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

使用。这种历史遗存是戏曲涵化所得，“核腔”易记、

易唱、特殊性的腔调特质为赢得受众带来方便。但

“核腔”的频繁、过度使用，易产生重复之弊，为了体

味音乐上的“似曾相识”，对传统的框范不敢越雷池

一步，这与艺术贵创新的原则是相抵牾的。即便为

了戏剧人物需要做一些新的创造，因其尺度有限，仍

给人新意不足之感。久而久之便会使听众生厌，尤

其是对“核腔”不甚了解的当代青年观众，他们一般

不会将其与风格联系起来进行考量。因此，当代歌

剧作曲家对“核腔”的使用心存芥蒂，怕处理不当，会

造成腔调语言的陈旧感，所以通常被弃用。但是反

过来说：

一味将其视为陈旧、过时的传统束缚，便极易在

今天的创作中，只知盲目创新、突破，而失去这一传

统艺术应有的深刻与魅力。我们须知，任何个性的

灵光闪耀，都必然建立在共性宽厚、深沉的基座上，

完全离开共性的所谓个性，只能是虚浮飘(缥)渺的幻

象，或有瞬间的新奇，却终不能激起人们来自心底的

共鸣。⑥

问题的关键是看能否有效使用。同一“核腔”在

一部民族歌剧中反复使用，解决办法应当不拘旧

格。与历史略作关照便可得知，新时代的文化环境

与观众的审美需求已然发生了新变化，面对新的情

势，如果创作还停留在陈陈相因的程式上，那么就会

造成创新能力的不足。

艺术传统本身具有向心力，同时也兼具离心力，

正是这种离心力才使创新成为一种新的可能。因

此，创新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传统的对立物，而是传

统之所以是传统的隐形存在，因为传统也是要发展

的。《党的女儿》中田玉梅的绝唱“万里春色满家

园”，其中传统“核腔”的贯穿使用并未给人以不适

之感，相反还获得了全曲风格上的统一。该大段唱

腔写法上运用了板腔体思维以及传统音乐中的转

调技巧。如全曲最后部分从C宫转向F宫并在G商

上结束全曲。

这种向下属调转调的方法，既保持了整体音乐

风格上的统一(最后 3小节回到“核腔”音调结束)与
内在凝聚性，同时又获得了“ B”的高音与长音以及

由此形成的情感浓度与声音张力，取得了异峰突起

的艺术效果。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处理得当，继承与创新这一

对关系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否则便会给人陈旧之

感。虽然民族歌剧创作中的板腔体思维脱胎于中国

戏曲，是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产物，但它毕竟不是

戏曲，只是一种思维模式而已。只有认清这种思维

模式及具体表现手段上的优缺点，才能根据实际需

要因时、因剧而变。“板腔体的不足之处不在于自身

结构，而在于某些声腔曲调旋律的简单性。这些声

腔曲调自身的旋律过于简单贫乏，因而限制了板式

变化在这些声腔中的发挥余地”⑦。

因此，新时代以来的中国民族歌剧创作，“核腔”

已较少使用，即便使用也是以变化形态，类似主题贯

穿式的一种存在。推而论之，当下及未来的民族歌

剧创作应最大限度地避免音乐上的雷同感，从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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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歌剧创作的原创性。

三、音乐形象塑造的女强男弱问题

人物是歌剧艺术的基本构成要素，其多寡、主次

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诸如主题、情节、冲突、形象等，直

接关乎歌剧的成败。歌剧中人物设置一般分为主要

人物、次要人物、辅助性人物等多个层次。在西方歌

剧中，这“多个层次”通常由不同的声部来承担，为

这些人物所确立的独具个性的音乐主题，彼此间无

须关联，就能塑造出剧中栩栩如生、充满不同人生

况味的人物群像。而中国传统戏剧则是由不同的

行当来体现人物形象的，如生、旦、净、丑等行当。

总体来说，无论是声部安排，还是行当体现，表面上

表现为名称的差异，实质上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

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态，只不过分属相异的文化

语境而已。

板腔体思维在戏曲音乐唱腔中，无论生行或旦

行，均有上乘的表现，但在早期民族歌剧中却只用于

女高音声部，集中对女性角色进行塑造。

不少歌剧只注重女腔的民族风格，而没有同时

将男腔形成的民族手法加以运用，包括一些广为流

传的歌剧唱段，也大多数是女腔的唱段为盛，男腔设

计则不及女腔，致使男腔的唱段不容易被观众记住

和接受，甚至一部歌剧流传几年、几十年，观众看了

许多遍，亦复如此。当然，造成男腔劣于女腔的这种

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借鉴“男女腔同源”

的创作原则，这是重要之点。这是一个重要的，但又

是常被人忽视的创作方法。⑧

上述没有借鉴“男女腔同源”的创作方法，是指

民族歌剧创作中没有借鉴戏曲中生旦并重的唱腔安

排，而是只突出女性角色，变成全剧关注的核心对

象。从结果看，倒也成功地突显了女性角色的英雄

性、崇高性及革命性的一面。如《白毛女》中从逆来

顺受到奋起反抗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不畏阻挠、

勇于追求婚姻自由的小芹；《洪湖赤卫队》中勇斗渔

霸的韩英；《红珊瑚》中巧与敌人周旋，最终获得胜利

的珊妹；《江姐》中坚贞不屈、颇具红梅品格的江竹

筠；《党的女儿》中生死与党心相连的田玉梅等；无疑

都是清一色女性形象。可以说，这些女性形象是中

国民族歌剧人物形象的文化符号。

与上述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相比照，其他人物

的戏剧分量与戏剧使命则显得黯然失色。当然，出

现这种情状，由多种原因所致(除了未借鉴“男女腔

同源”外)，本文不做展开论述。

综而言之，与西方经典歌剧中角色的丰富性相

比，中国民族歌剧中突出女性形象便显得过于单

一。加之民族歌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

式微的窘境，这一切都使得观众产生一定的审美

疲劳。

令人欣喜的是，民族歌剧音乐形象塑造中的女

强男弱问题，在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沂蒙山》中

略有改观。尤其是《沂蒙山》中，在塑造主要人物海

棠的同时，还兼顾了男主人公林生、孙九龙、赵团长

与夏荷等其他人物，共同筑起了丰富多彩、有血有

肉、彼此相映成趣，同时又不失个性的多重形象，且

每个人物无论从剧诗写作还是音乐创作上，都显得

很丰满。如九龙叔赴死前的绝唱“再看一眼亲人

吧”，女中音夏荷的托孤咏叹调“沂蒙的女儿”，男高

音林生的咏叹调“爱永在”与海棠的三首唱段“就在

山水间”“无情的风雨”“苍天把眼睁一睁”一道，给观

众带来不同的艺术享受。

由此可以看出，形象塑造上的概念化、模式化与

当代观众丰富多彩的生活与审美扞格不入，这都与

对板腔体思维的借用有关。当代民族歌剧创作，因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文化在变、审美在变，必然要面

临戏剧人物形象的现代拓展问题，需要表现而且能

够表现的人物很丰富。具体做法上，在纵向继承传

统戏曲中诸如行当、唱腔、旋律、唱法、音色、韵辙、声

区等差异来塑造不同戏剧人物的同时，还应兼顾横

向中西交流及观众视野开阔带来的新要求，这些问

题在现代题材民族歌剧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重要。因

此，当代民族歌剧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同样需要

艺术家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在追求民族韵味，守

住民族根脉的同时，放眼历史进程及社会发展中的

热点问题，在普世的人性挖掘上苦下功夫。唯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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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创作上方能避免角色单一化倾向，也才能满足当

代观众对歌剧艺术的声种要求，从而弥补民族歌剧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缺陷”(突出女性形象)，也才能

够塑造好具有生命质感的中国式人物形象，以满足

观众多样的审美需求。既要继承板腔体思维在塑造

人物形象上的艺术成果，还要兼顾现实生活的丰富

性，力避音乐形象的类型化，需追求音乐形象的性格

化与多样化。

总之，以上关于民族歌剧板腔体思维的几点不

足，与当代观众的审美之间存有巨大的离心力，协调

二者的关系，正确的认知应当是：

要程式性，但不要凝固的程式。具体地说，便是

保留程式性、继承程式遗产、改造程式、发展新语汇

和新形式。⑨

因此，“戏曲音乐不存在永久的形式，作品总是

随历史而演化、依传唱而改观”。⑩同样带有程式色

彩的民族歌剧板腔体思维，在今天看来，不是技术问

题，而是认识问题、应用问题、把握问题。当代人能

够做的：

即是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深入当下的现实生

活，精微地体察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并能够

与传统形式相融汇的元素，对之进行艺术加工与再

创造。

在形式美的基础之上，创作中要处理好传统社

会形态下形成的稳定的程式与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

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如何达成平衡，如何进行变与

通，诚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条件下创造。

历史创造如此，民族歌剧创作也应作如是观。

结语

板腔体思维继承了民间音乐中“旋律学”与“节

奏学”的创作经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根基上逐渐形

成、发展并沿袭至今的音乐建构原则，它的重要性自

不待言。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民族歌剧核心特

征的板腔体思维与当代性之间存有的客观“冲突”。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创作上方能扬长避短。同

时，需对其进行音乐语言的适度创新、避免“核腔”运

用上的雷同感、塑造多样的戏剧性人物、提升器乐的

表现功能、激发当代观众的审美情趣等方面进行系

统、全方位改造，以最大的可能性在承继传统的同时

又锐意创新。当然，这是一项非一日之功的系统工

程，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坚定的毅力，通过歌剧

作曲家的反复实践，一定能创作出真正令观众信服

并乐于接受的民族歌剧音乐。

注释：

①丁毅《新歌剧发展的道路》，载《新歌剧问题讨论集》，中

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②《中国歌剧史》编委会主编《中国歌剧史 1920-2000》
(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资本论》“跋”，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④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

⑤李焕之《音乐的戏剧·戏剧的音乐》，载《新歌剧问题讨

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第381页。

⑥汪人元《中国戏曲音乐发展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

—从“双重乐感”谈起》，《艺术百家》2012年第4期。

⑦白秉钧《浅谈“板式变化体”的结构形式特点极其表现

方法》，《戏曲艺术》1995年第3期。

⑧徐霞《论戏曲与歌剧音乐性格化手法》，《黄钟》1992年
第3期。

⑨汪人元《论戏曲音乐的特殊逻辑——程式性》，《文艺研

究》1987年第1期。

⑩汪人元《现代戏曲音乐的发展》，《艺术百家》1993年第

1期。

吴思福《论戏曲音乐创作中形式立意的价值基础——

兼从价值论音乐美学角度谈戏曲音乐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创新

发展问题》，《戏曲研究》2008年第3期。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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